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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身份与灾后社会救助的实证研究1

叶昱利，朱 文，李 强

【摘 要】：本文研究 5•12汶川地震后，在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和农户家庭情况等均相同条件

下，村干部家庭相对于普通受灾家庭是否获得更多数量（金额）的社会救助。利用汶川地震灾区农户基本情况调查

数据，我们发现村干部家庭只比普通群众家庭平均多获得一点食品救助，而村干部家庭在货币资金、衣物、帐篷、

永久性住房援助、医疗等方面与普通群众家庭并没有显著差异。我们还发现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增加，将显著增加农

户获得货币资金救助及其它社会救助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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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近年来地震灾害发生较为频繁，其中 2008 年汶川 8.0 级、2010 年玉树 7.1 级、2013 年芦山 7.0 级地震最为人们所熟

知。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后，我国投入了大量救灾物资。以 2008年 5·12汶川大地震为例，据审计署关于汶川地震抗震

救灾资金物资审计情况公告（第 4号），至 2008年 11月底中央、地方各级财政和社会各界共安排抗震救灾资金 2025亿元，用

于救灾支出 729亿元。①2类似这样的抗震救灾资金我们常常称之为社会救助。所谓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

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给予物质帮助或精神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种措

施。

由于地震是目前尚不能预测的自然灾害，其发生常常较为突然，灾后社会救助常常带有应急的特征，故社会救助资源的投

向难免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与此同时，震后交通、通信中断，造成信息难于传播，故社会救助透明度可能较低，且缺乏有效监

督机制。[1][2]因此，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是，地震后谁最可能获得这些社会救助？村干部是否可能获得更多救助？在社会救助透明

度比较低、监督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地震后村干部家庭在获得社会救助方面相对于普通农户家庭可能具有一定的优势。从另一

角度来看，地震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使得人们在灾后更加相互关心、爱护、帮助、

同情，村干部也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其社会责任。因此，村干部获得社会救助的数量或金额将可能比普通受灾家庭更少。于是，

村干部家庭究竟是否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救助取决于正负两种作用孰大孰小，即这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探讨村干部是

否获得更多的社会救助，是涉及到社会救助工作是否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原则的问题，将对于理解灾后社会救助资源

如何分配，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以及为将来开展更加有效的灾后救助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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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研究灾后社会救助资源如何分配的意义不言而喻，目前却鲜有文献研究。已有的文献主要研究地震对于我国经济（包

括投票市场）的影响；[3]地震对于灾民心理的影响；[4～6]震后企业的捐款动机；[7][8]震后医疗救助；[9]震后救助公平感。[10][11]与本

文较为接近的文献是研究灾后重建资金投向的影响因素，
[12]

他们使用统计性描述发现贫困村灾后重建资金投向与受灾程度、自

然条件、产业基础、传统文化、农户意愿等多种因素相关。然而，由于村干部常常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

对于村干部如何影响社会救助资源的利用知之甚少，本文试图在该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

本文利用 5•12汶川大地震灾区农户基本情况调查数据，运用 OLS模型回归发现村干部在地震后获得食品救助的金额显著地

大于普通群众家庭。具体地，在其它情况均相同的条件下，村干部家庭比普通群众家庭平均多获得 402 元食品救助。但是，村

干部在获得货币资金、衣物、帐篷、永久性住房援助、医疗等方面与普通群众家庭并没有显著差异。其次，我们发现生活物品

损失以及房屋财产损失越大，将显著增加农户获得货币资金救助及其它社会救助的金额。

综上所述，本文有如下贡献。首先，本文首次研究震后社会救助资源的分配。由于目前鲜有文献研究类似问题，本文的研

究有望在此领域做出一定开创性的尝试；其次，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为国家将来制定有效的灾后社会

救助政策提供借鉴，以便能更为高效地开展灾后救助工作；最后，我们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发

生较为频繁的国家，灾害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还影响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自然灾害

发生后的社会救助往往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本文的发现为更加有效地开展社会救助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有助于降低

受灾家庭因灾返贫、致贫的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二、模 型

本文主要研究 2008 年 5•12 汶川大地震后，在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和农户家庭情况等均相同条件下，村

干部家庭相对于普通受灾家庭是否获得更多数量或金额的社会救助。灾后社会救助包括了许多方面的内容，例如，货币资金、

食品、衣物、衣物、帐篷、永久性住房援助和医疗及药品，等等。在特定的环境中和特定的时间内，这些救助物资的稀缺程度

和受灾家庭对救助物资的需求是不同的。例如，地震刚刚发生后，如果灾区与外面的交通、通信中断，食品或许是最为紧缺的

生活必需品；食品问题解决之后，供临时住宿的帐篷可能比食品更为紧缺；交通、通信恢复后，进入灾后重建时期，货币资金

等可能相对于食品更为紧缺。因此，社会救助物资在某一特定环境中和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在村干部与普通受灾群众间的分配

结果，可能与受灾地区所面临的资源紧缺程度以及救援物资是否是必需品等因素相关。于是，我们有必要区别每一类社会救助，

研究村干部家庭获得该项救助的数量或金额是否与普通受灾家庭有什么不同。

为了验证村干部家庭是否获得更多的社会救助这一实证问题，我们使用 OLS 模型来估计家庭中任何成员为村干部对于获得

货币资金金额，衣、食、住等社会救助的影响。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Y 是受灾农户所获得的社会救助，包括货币资金的金额、食品、衣服、住房（帐篷（顶）、永久性住房援助）以及医

疗和药品等方面的情况（除帐篷的单位为顶外，其它社会救助的单位均为元）。如果受灾农户的户主或家庭内任何成员为村干

部（组长、村主任或书记），Cadres=l，否则为 0。X 是关于受灾情况的控制变量，包括地震所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Z 是农

户户主的个人特征，例如，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在这样模型设定中，β衡量了在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村干部家

庭相对于普通受灾家庭获得资金金额及衣食住等方面是否具有优势。如果β＞0，则意味着村干部家庭相对普通受灾家庭可以获

得更多数量或金额的社会救助。本文对村干部相对于普通受灾家庭在各项社会救助数量或金额上是否存在显著不同的识别来源

于村内和村与村之间村干部数量的变化。

我们对上述各类社会救助金额或数量分别回归，以观察地震后在面临紧缺的必需品时，我们的估计结果是否有所不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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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文中的讨论，我们预计村干部在获得食品、衣物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其原因是地震后一段时间内该类资源应该最为紧

缺且该类资源也是生活必需品；村干部在获得货币资金救助方面可能与普通受灾家庭没有显著的差别，其原因可能是货币资金

救助开展于灾后重建期间，在此期间信息比较充分，监督可能更为到位。

模型（1）中我们最主要关心的变量，村干部（Cadres）应该是外生的。这是因为地震是目前尚不能预测的自然灾害，则地

震前村干部不太可能因为预测到即将发生地震而选择当选为村干部以便为地震后获得更多的社会救助，即我们可以排除获得社

会救助数量与是否是村干部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并且自然灾害对所有村民的影响都应该是一样的，不应该存在因为是村干

部则其受灾影响会较轻的情况，所以村干部这一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也不相关。因此，地震灾害这样的自然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极好的机会，通过使用 OLS模型识别在自然灾害面前是否是村干部对获得社会救助数量或金额的因果影响。

三、数据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汶川地震灾区农户基本情况调查”。随机抽样调査了四川、甘肃

两省共 5 个地级市、9 个县级市 24个镇 48 个村庄，共获得 731 户有效问卷。该调査分别于 2009 年 12 月、2010 年 8月、2011

年 1 月收集了汶川地震影响区域内农户的个人特征、地震所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损失、受到的社会救助、资金使用、农业

生产、土地流传等方面的信息。其中受灾情况和获得社会救助情况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两部分。该调查将受灾情况分为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两个部分；将社会救助细分为货币资金、食品（包括水、饼干、粮油、面粉、肉类等，以下简称为食品）、衣物、

住房（包括帐篷和永久性住房）、医疗及药品等具体项目。

表 1 报告的是本文所使用数据的统计性描述。根据研究主题，本文将农户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群众家庭，即家中没有任

何人担当过组长、村主任或书记以上干部职务的家庭（简记为普通群众家庭，下同）；另一类是家庭中有任何一人担当过组长、

村主任或书记以上干部职务的家庭（简记为村干部家庭，下同），并通过统计性描述比较这两种类别农户家庭的受灾情况和接

受社会救助的情况。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普通群众家庭平均有 0.05 人受伤，而村干部家庭中平均有 0.11 个人受伤，但两者

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普通群众家庭中平均有 0.01 人在地震中死亡，而村干部家庭中有 0.05 人在地震中死亡，且两者的

差异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我们发现因地震引发的伤亡而给家庭带来的直接医药费损失（直接损失）以及劳动力丧失而带

来的间接损失在两类家庭中并没有显著的不同。我们将农户的房屋、畜禽、农作物、生产资料等方面的损失加总，定义为家庭

财产总损失。②3其结果发现，两类农户在家庭财产总损失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家庭户主的个人特征方面，98.5%的村干部家

庭的户主是男性，该比率显著高于普通群众家庭相应的比率。给定假设村干部的能力较高，这一现象应该是合理的。我们还发

现 93%的普通家庭户主是汉族，而只有 80%的村干部家庭的户主是汉族。

表 1 农户受灾情况及接受社会救助情况统计性描述

普通群众家庭 村干部家庭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3）

受伤 0.0556 （0.236） 0.108 （0.359） -0.0520

死亡 0.00902 （0.0946） 0.0462 （0.211） -0.037***

直接损失（元） 223.8 （2617.2） 363.1 （1717.5） -139.3

间接损失（元） 268.6 （4112.2） 123.1 （992.3） 145.5

家庭财产总损失（元） 47553 （57631.5） 72382.8 （99990.1） -24829.8

                                                       
3
②直接损失是指因地震引发的伤亡而给家庭带来的直接医药费（元），间接损失是指地震伤亡引发劳动力丧失而损失的年收入

（元）。家庭财产总损失是农户的房屋、畜禽、农作物、生产资料等方面的损失的加总。如无特别说明，金额单位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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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男性（=1） 0.887 （0.317） 0.985 （0.124） -0.097**

户主年龄 50.39 （11.24） 49 （9.713） 1.391

户主汉族 0.931 （0.254） 0.8 （0.403） 0.131***

货币资金（元） 29757.6 （29543.1） 27911.2 （18349.1） 1846.338

食品救助（元） 965.9 （1445.7） 1645.1 （2527.2） -679.255***

衣物救助（元） 220.3 （641.5） 388.5 （711.4） -168.209**

帐篷（顶） 0.535 （0.608） 0.6 （0.581） -0.065

永久性住房援助（元） 7302.7 （16105.2） 6230.8 （15134.6） 1071.942

医疗及药品（元） 242.8 （4797.3） 18.31 （62.71） 224.519

总救助（元） 31227.6 （27143.4） 31637.8 （23098.9） -410.17

样本量 665 65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括号里是标准差。

在接受社会救助方面，村干部家庭接受到的食品金额、衣物金额虽然大于普通群众家庭，但在接受到的货币资金（元）、

帐篷（顶）、住房援助（元）、医疗及药品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在地震发生后的较短时间内，村干部接受到食品略多，可能

与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有关。灾后村干部承担村民的安置、组织抢救伤员、收集情况、发放救灾物质等工作，日夜加班，劳动

消耗大，相应对食品需求大。虽然村干部获得较多的食品救助，但若比较将所有社会救助加总后得到的总救助金额，村干部家

庭与普通群众家庭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这说明村干部与普通群众家庭相比，并没有利用干部身份之便多占救助资金。

四、回归结果

表 2 报告了 OLS 回归结果。第一列本文对货币资金救助金额（元）回归。我们发现，在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是否是村

干部对于获得货币资金救助的金额没有显著影响，其符号甚至为负，但并不显著区别于 0。另外，我们发现，生活物品损失以及

房屋财产损失越大，将显著增加农户获得货币资金救助的金额。具体地，生活物品损失每增加 10%，得到货币资金救助的金额将

增加 71元；房屋财产受损每增加 1%，得到货币资金救助的金额将增加 157元。我们并没有发现户主的个人特征对获得货币资金

救助金额有显著影响。

表 2 汶川地震后村干部获得社会救助资源情况

（1） （2） （3） （4） （5） （6）

货币资金救助 食品救助 衣物救助 帐篷 永久性住房援助 医疗及药品

村干部
-4796.1

（3839.77）

401.7**

（203.47）

69.15

（86.09）

-0.0360

（0.08）

-1758.3

（2097.94）

-488.2

（619.40）

户主男性
-4374.3

（3507.59）

27.64

（185.86）

-18.76

（78.64）

0.0684

（0.07）

-1289.7

（1916.47）

333.5

（565.82）

户主年龄
12.32

（105.70）

7.050

（5.60）

-1.077

（2.37）

0.00250

（0.00）

-29.64

（57.77）

-26.41

（17.05）

户主汉族
-1787.8

（3932.44）

-1905.4***

（208.38）

-482.5***

（88.17）

-0.247***

（0.08）

9004.3***

（2148.48）

263.8

（634.35）

伤亡
10834.0**

（4216.57）

88.68

（223.43）

93.05

（94.54）

0.205**

（0.09）

2789.2

（2303.81）

3218.6***

（680.18）

生活物品损失（对数）
712.3***

（254.81）

-27.63**

（13.50）

14.50**

（5.71）

0.0256***

（0.01）

773.1***

（139.24）

37.51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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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损失（对数）
1568.5***

（396.59）

48.76**

（21.02）

7.274

（8.89）

0.0232***

（0.01）

624.5***

（216.68）

1.822

（63.98）

户主教育程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30 730 730 730 730 730

adj.R2 0.045 0.117 0.062 0.063 0.084 0.023

注：括号内是标准差。控制变量伤亡是一个虚拟变量，在报告有伤亡时等于 1，否则为 0。*p＜0.10，**p＜0.05，***p＜

0.01。

比较有趣的是第二列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村干部获得食品救助的金额要大于普通群众家庭。具体地，在其它情况均相

同的条件下，村干部家庭平均比普通群众家庭多获得 402 元食品救助。与第一列不同的是，我们发现汉族户主相对于其它少数

民族而言，将少获得 1905元的食品救助；与第一列相同的是，房屋损失越大，获得食品救助金额也越大。本文的发现在一定程

度上虽然与之前文献的发现相同。如，马缨认为农村集体对养老保险保费的补贴中，一般是补贴干部不补贴群众；在干部和群

众均有集体补贴的村，也是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地震后的社会救助，村干部仅在获得食品救助

方面略多一点，在其它诸如货币资金等方面并没有优势。已有研究发现电视、村干部、广播、报纸是受灾群众了解救灾政策最

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截至 2008年 7月 19日仍有 13.3%的灾区居民不能收看电视，58.5%的灾区居民不能收听广播，68.1%的灾

区居民看不上报纸。这可以说明地震后一段时间内灾区居民获取救灾政策信息可能主要来源于村干部。

第三列报告对衣物救助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是否是村干部对于接受救助的衣物金额没有显著的影响。村干部的系数为

正，但并不显著区别于 0。户主是汉族相对于户主是少数民族的家庭仍然将少获得 483元衣物救助。与第一列的回归结果相同，

生活物品损失越大仍然与获得衣物救助的金额正相关。

第四、五、六列分别报告对帐篷（顶）、永久性住房援助（元）医疗及药品（元）的回归结果。本文发现，是否是村干部

在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对获得帐篷、永久性住房、医疗及药品的救助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它控制变量的符号与第一列大致相

同，并符合预期。

综合来看，本文发现村干部家庭相对于普通群众家庭仅在获得食品救助这一资源上占有多一点，但在其它方面与普通群众

家庭没有显著的区别。村干部获得的食品救助比普遍群众多一些，并不说明村干部在主观上试图想多拿一点，而是当时特殊时

间里的客观结果。在受灾后的较短时间里，作为村干部，承担着十分繁重的救灾安抚群众工作，相应地的劳动消耗强度大，对

水和食品的需求量大。抗震救灾后期的较大规模的货币资金救助和住房救助是否为村干部在获得货币资金救助方面相对于普通

群众家庭并不占有优势。这说明，村干部在获得救助方面能够按照规定执行，多占现象并不突出。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村干部在获得医药救助方面与普通群众也没有显著差异。如果地震后灾区伤亡较为严重，而缺医少药

又普遍存在时，则村干部获得更多的医疗救助似乎更符合预期推理。但我们的回归结果并不支持这一假设，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的统计数据中寻找到答案。本文所使用的 730 户样本中，共有 6.71%（49 户）的家庭报告有伤亡情况，即在

我们的样本中，地震造成伤亡情况并不十分严重。这可能与本文的样本有关。本文中地震所在地汶川的样本只有 3 个村庄，占

10.4%，则我们的样本可能低估了地震所造成伤亡的严重程度。

五、讨论与总结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较为频繁的国家，灾害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还影响了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方面。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社会救助往往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国家在自然灾害的发生后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救助

功能。但是，目前鲜有文献研究国家在自然灾害时应该如何有效的开展社会救助工作。本文主要研究 2008年“5•12”汶川大地

震后，在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村干部家庭相对于普通群众家庭是否会获得更多数量或金额的社会救助。本文利用“汶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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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区农户基本情况调查”数据，运用 OLS 回归模型发现村干部获得食品救助金额仅大于普通群众家庭。具体地，在其它情况

均相同的条件下，村干部家庭平均仅比普通群众家庭多获得 402 元食品救助。但是，村干部在货币资金、衣物、帐篷、永久性

住房援助、医疗等方面与普通群众家庭并没有显著差异。村干部在食品救助资源分配中多占有一些可能与村干部在灾后的劳动

消耗强度大有关。其次，我们发现生活物品损失以及房屋财产损失越大，将显著增加农户获得货币资金救助及其它社会救助的

金额。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国家和地方政府了解村干部在大灾面前的表现，更好地运用社会救助资源，最大化救助资源的利用效率，

将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社会公平，并为将来更为有效的开展灾后救助提供可靠的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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